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摘要 

 
本研究除探討員工正向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的影響外，亦認為領導者也是影響

員工行為的重要因素，因以部屬的觀點著眼，欲瞭解員工正向心理資本會否透過轉換型

領導的領導效能進而更能促使組織公民行為的產生。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法從科技產業公

司收得有效樣本267份，資料來源則包含主管與部屬本人雙方，並採用層級迴歸分析法

進行資料分析。結果發現，員工正向心理資本皆分別對轉換型領導行為與組織公民行為

有正向影響；且員工正向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的關係，會受到轉換型領導行為的中

介影響。最後，本研究亦提出研究結果在理論及實務上的應用。 
 
關鍵字：擴展建構理論、員工正向心理資本、轉換型領導、組織公民行為 

 

1. 緒論 

組織要成功絶對需要好的領導者，而好的領導者往往與部屬的工作表現有密切關

係。近年來，有關領導理論的研究，特別受到學術界與實務工作者之重視，由於現今環

境的變化莫測，未來不再是過去的延伸，身處變革的新世紀，公司的發展與生存全繫於

公司的領導者。因此，成功的領導者是能主動承擔責任，而非被動等待結果或消極因應

外在需求。轉換型領導以其強調組織之願景、對員工個別化的關懷、充分授權賦能，並

能盡全部的努力去達到個人及組織的目標，有別於傳統領導風格的不同。因此Burn於

1978年提出轉換型領導的概念後，後繼的學者如Bass、Yukl等學者也相繼投入此方面的

研究。所以說，轉換型領導已成為目前領導型態的一個新主流。 

隨著經濟環境的改變，領導人的領導型態，也深切地影響著經營的績效。一個成功

領導人，不僅要會帶人，其實更要懂得帶領員工的心，如此才能讓團隊成員，心甘情願

為團隊而戰，為自己而戰，所以成功領導是激勵的過程，不僅能掌握正確方向，讓部屬

發揮所長，還能激發其內在的潛能，讓部屬能主動為組織效力。Bass (1985)強調，轉換

型領導是以「創造超越期望的表現」來做為提升員工信心及工作成果為目標。Koehler 



 

   
 

15-56

(1993)的研究中亦歸納出轉換型領導者的人格特質包含了：自信、勇於冒險、有理想、

較具有彈性、樂觀開放、具有創造力、能容忍較具複雜性(不穩定性)的問題、有前瞻性

的視野、並具有個人魅力等特質。換句話說，轉換型領導者除了要以個人魅力來成為組

織成員的模範，更能善用部屬心理動力的觸媒劑，強調滿足成員的內在需求，而不再是

以傳統的命令和控制式管理等單向的指揮模式，來期望部屬能有更好的表現(黃品全、

王斐青，2002)。 

現今的領導者要知道員工真正需要的並不只是優渥的報酬，而是需要一個能完全了

解員工需求，並時常給予關懷、鼓勵，協助他們的一個好主管。Avolio and Luthans (2005) 
提到轉換型領導對其部屬，尤其在激勵方面有許多正面的影響。所以說，轉換型領導在

行為的表現上，會讓部屬覺得和他在一起工作很愉快、他贏得每一個部屬的尊敬、並且

是值得追隨的模範、部屬相信他的能力與判斷力足以克服任何困難、他是一位能夠時常

給予部屬鼓勵及啟發部屬的領導者、也能激發部屬對他的忠誠、讓部屬對未來更加樂

觀、對組織忠誠等(Bass, 1985)。由此可見，領導者的型態及展現行為，常為部屬視為學

習及仿效的目標，並能影響部屬在面對未來逆境中的自我管理能力，激勵和引導部屬積

極成長和自我發展。 

組織要長遠發展、永續經營，一定要不斷地為員工注入新的動力與熱血，只有員工

內心真正感受到被重視才能影響其外在行為的強化，提高對組織的向心力及工作意願，

進而表現出對組織貢獻的行為。如何在變動不安和充滿挑戰的環境下，讓個人、組織都

能在激烈的競爭中求得生存和發展，領導者的領導行為具有直接和關鍵性的影響(Brown, 
1991; Yukl, 1994)。由此可知，唯有運用轉換型領導方式，並且善用員工心理層面的戰術，

才能在快速變化的環境中保有競爭力，帶領團隊成功轉型、突破各種難關。 

不可否認的，領導者的領導行為確實對於員工及組織有直接和關鍵性的影響，但若

只靠領導者的領導行為，不一定能夠有效地達成組織的目標、效能，當然還是要靠員工

完成組織所規定的工作事項才行。然而，員工不單單在組織中只產生工作角色內行為，

甚至也有會產生一些利他行為的工作角色外的行為，而組織公民行為就是一種角色外行

為。過去研究也證實組織公民行為與組織效能之間的確具有很大的正向關係(Smith, 
Organ, & Near, 1983; Organ, 1988)。究竟到底是什麼因素會令員工產生組織公民行為，全

然都是領導者影響嗎?員工本身也會影響自身行使組織公民行為嗎? 王榮春與陳彰儀

(2003)曾整理國內、外的領導相關研究，發現到許多研究皆以領導者的角度來探討其領

導效能，卻鮮少以部屬的角度去檢視領導者與部屬的互動、領導效能。 

因此，本研究將以部屬的觀點著眼，想要進一步地了解這些變項之間是否會造成員

工在行使組織公民行為上的差異。有鑒於過去探討提升部屬之組織公民行為的研究，缺

乏從心理層面的角度去分析，所以激發本研究想探討員工如擁有正向的心理資本，可能

進而會提高其組織公民行為的表現。另一方面，亦想探究員工正向心理資本對轉換型領

導影響的重要性，當員工若擁有正向心理資本，是否將更能察覺主管的轉換型領導行

為，進而成為正向組織行為的展現。在現今多變的環境中，體力、財力、技術已逐漸不

再成為障礙，大家都要追求優秀和卓越，那麼優勢從何而來? 決定成敗的關鍵就是

「人」。人的潛能是無限的，而其根源在於人的心理資本，心理資本是企業創造競爭優

勢的關鍵要素。它能激發員工的主動性和創造性，可以有效地引導員工運用其才能、優

勢和心理能力，發揮组織成員的全部潜力，使組織實現更有價值的、可持續發展的競爭

優勢。因此，員工若擁有正向的心理資本，長期下來會較容易感受主管的轉換型領導行

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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換言之，轉換型領導的內涵也有助於建立部屬的心理資本，而且擁有正向心理資本

的人也可能有較好的工作績效，具有持續改善及影響他人的能力(蔡進雄，2006)。所以

說，員工若擁有正向的心理資本，並知覺到主管的轉換型領導行為時，其不僅可提高組

織的效能，並能引導員工自發性地從事對組織有利的行為及表現。據此，本研究希望針

對心理資本、轉換型領導以及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研究，探討其因果關係及建立整體架

構。 

本研究經由「ProQuest搜索系統」、「EBSCOhost檢索系統」及「中華民國期刊論文

索引影像系統」將「題目」、「關鍵詞」或「摘要」的搜尋條件設定為「心理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與「轉換型領導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其結果得到四篇論文(蔡進雄，2006; 
Gooty, Gavin, Johnson, Frazier, & Snow, 2009; Walumbwa, Luthans, Avey, & Oke, 2009; 
Toor & Ofori, 2010)。其中Gooty et al.(2009)、Walumbwa et al. (2009)及蔡進雄(2006)是從

領導者的觀點說明轉換型領導行為對員工心理資本的影響，而Toor and Ofori (2010)則是

在探討領導者本身的正向心理資本會如何影響其轉換型領導行為的產生。由這些相關文

獻的搜尋可看出，此乃與本研究想從部屬角度來探討領導者行為之影響有所不同。 

再將搜尋條件設定為「心理資本psychological capital」與「組織公民行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其結果僅得到二篇論文(Gooty et al., 2009; Walumbwa et al., 2009)。
換言之，這兩篇是探討員工心理資本與組織公民行為間之關係，也就是兩者之間有正向

的關聯性，亦即當員工擁有正向心理資本時，愈會展現出組織公民行為。 

最 後 再 將 搜 尋 條 件 設 定 為 「 心 理 資 本 psychological capital 」、「 轉 換 型 領 導

transformational leadership」與「組織公民行為organizational citizenship behavior」，其結

果雖得到一篇論文(Gooty et al., 2009)，但是其整體研究架構與研究目的與本研究有所不

同，如同前述所言，Gooty et al.(2009)乃是以領導者的觀點說明轉換型領導行為對員工

心理資本的影響，並進而影響員工之組織公民行為，而本研究則以部屬的觀點著眼，欲

瞭解員工正向心理資本會否透過轉換型領導的領導效能進而更能促使組織公民行為的

產生。 

有關轉換型領導與組織公民行為的關聯性研究，已經有許多的文獻證實其之間的密

切關係，但對於「心理資本」的實徵關聯性研究，卻少有學者在此領域有所著墨，為補

強其美中不足之處及強調其對組織成員的重要性。因此，本研究想一步探討員工心理資

本、轉換型領導行為及員工組織公民行為之關聯性，並期許結果為具有研究的價值性以

及能夠有效提供業界實務面之參考。 

 

2. 緒論 

2.1 擴展建構理論 

密西根大學教授 Fredrickson B. L.於 2001 年提出正面情緒之擴展建構理論(broaden and build 
theory of positive emotions)，並且說明了正面情緒對人的重要性。以豐富的實證數據與詳實的辨

證為基礎，主張個人的正向情緒可以「擴展」人們的思考行動能力，Fredrickson (2001)認為，不

論在認知智能上、行動上、身體/生理上、以及社交的拓展上，人在正面情緒狀態最具有開展與

創造性。 
Fredrickson (2003)還指出，擴展建構理論的功用在於提出個人的正向情緒能夠擴展人們追求

事物的能力，擴大平時的思考方式並累積下來，這能夠使人們得以發現和學習新的事務，促使

自我轉化(self-transformation)並發展和其他人的連結。透過思考行動能力的擴展，人們於是建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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起個人資源，例如友誼、智慧、甚至身體和心理的健康。Fredickson 的研究貢獻在於她的理論觀

點擴大情緒理論的架構，因為過去的情緒理論著眼於「負面情緒」以及「情緒的演化觀點」，忽

視了正面情緒也是情緒的一種。 
據此，Fredrickson 的擴展假說(broaden hypothesis)，認為正面情緒擴展了注意力、認知和行

動，相對於擴展假說的是窄化假說(narrow hypothesis)，其認為負面情緒是會窄化了注意力、認

知和行動，也就是說，正向情緒能改正或消除負向情緒的效果 (Fredrickson & Levenson, 1998; 
Fredrickson, Mancuso, Branigan, & Tugade, 2000)。基於此一觀點，正向情緒的調節將有助於個人

正向的體驗，從而緩衝負向情緒所帶來的困擾。此外，Fredrickson (2001)亦認為正向情緒還具有

演化性的功能，因為正向情緒所引發的行為傾向是建設性的，好比說玩樂、分享等行為傾向，

就長期來說，都有助於建構智力、生理、社交上的資源，讓人在現代社會中更適於生活。 
由上述討論可知，依據擴展建構理論，正向情緒可能會擴展正向行為，例如：快樂的人比

較具有同情心，也比較願意捐錢給需要的人。人們在快樂時，比較喜歡他人、願意分享好運，

也比較有利他行為(Seligman, 2002)。因此，本研究援引擴展建構理論，以部屬的觀點著眼，探

究員工正向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的影響，以及員工正向心理資本會否透過轉換型領導的領

導效進而更能促使組織公民行為的產生。 
2.2 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之影響 

心理資本乃指個體的正向心理要素，可以經由特定的開發，使個體得以獲得競爭優

勢(Luthans, Avolio, Walumbwa & Li, 2005)。它就像是一種類似狀態(state-like)的特質，並

不像人格特質那樣難以改變，但也不是一種短暫的現象，是具有延展及開放性的(Luthans 
& Youssef, 2007)。換言之，心理資本是個體正向發展的心理狀態，包括有四類特徵：自

我效能、樂觀、希望以及復原力(Luthans, Youssef & Avolio, 2007)。此外，Luthans, Youssef 
et al.(2007)也指出心理資本是由自我效能、樂觀、希望和復原力所定義，而自我效能、

樂觀、希望和復原力對心理資本也都各自對其有獨特貢獻；心理資本是屬於一種多構面

構念(multidimensional construct)的看法，也就是說心理資本是會受到其構面的影響，而

不是由構念引導其構面的。回顧過去的研究發現，鮮少研究以單一構面的心理資本作為

研究架構，探討其所產生的影響，而是以個體個別的心理狀態(自我效能、樂觀、希望、

復原力)分別探討其對個體行為所造成的影響。 

在自我效能的部分，Bandura (1997)曾指出自我效能其實是一種信念系統。自我效

能會影響個體對任務的選擇，努力付出的程度以及遇到困難時的堅持程度(Pajares, 
1996)。Luthans, Avey and Avolio (2006)亦發現到自我效能較高的員工，會願意努力地付

出來追求自己成功的工作表現。在希望的部分，由於希望就像是一種目標導向的意志力

與實踐力交互而成的(Snyder, 2002)。Larson and Luthans (2006)認為在目標導向的動機

下，擁有高度希望的員工會著手進行實現目標的行動方針，而且會努力地去達成目標。

在樂觀的部分，Carr (2004)指出樂觀的員工對於未來工作的發展大都會有正面的解釋，

並且員工積極的情感也會開拓其思考模式。此外，樂觀、開放的人在行為處事上也較為

彈性，能夠快速整合資訊，會有較佳的工作績效(Shalley, Zhou & Oldham, 2004)。另一方

面，復原力則是一種面對過去不愉快的經歷，個體能夠快速的、有效的進行自我調適

(Masten, 2001)。Luthans et al.(2005)也認為具有高度復原力的員工可以在工作場合中快速

適應，進而謀求其工作表現的提升。 

雖然目前較少有實徵證據顯示員工正向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的影響，但仍可從

其他相關研究得到間接的證據。例如，Gardner and Pierce (1998)的研究發現自我效能與

工作表現有顯著相關。也有許多研究指出樂觀和工作表現著實有顯著正向關聯(Wanberg, 
1997; Schulman, 1999; Peterson, 2000)。此外，Carson, Carson and Lanier (2001)的研究結

果也顯示，具有高度復原力的員工，會表現出較佳的工作行為。Luthans et al.(2005)的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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證研究發現，若將希望、樂觀和復原力合併一起的心理資本對工作表現有顯著正向關

聯，而且合併的心理資本也會比原來的希望、樂觀和復原力更能夠預測員工的工作表

現。後續亦有學者將四者合為單一構面的心理資本來預測員工工作表現，其結果顯示心

理資本與員工工作表現有顯著正向關(Luthans, Avolio, Avey, & Norman, 2007; Luthans, 
Norman, Avolio, & Avey, 2008)。 

當員工具有這些正向心理特徵、狀態時，對於組織績效會有直接的影響(Luthans & 
Youssef, 2007)。不僅如此，心理資本是種內在心理資源，也是種積極心理狀態(Luthans et 
al., 2005)。若根據擴展建構理論來看，擁有正向心理資本的員工保持著積極心理狀態，

進而促使更多員工有正向、積極的想法，願為公司付出更多，展現較多之組織公民行為。

因此，歸納上述研究，本研究推論下列假設： 

假設一：員工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具有正向影響。 

2.3 心理資本對轉換型領導之影響 

許多研究證實，轉換型領導者的領導行為確實會影響組織成員的行為，並賦予成員

自主能力以完成目標，讓部屬對工作的態度與假設上產生重大的改變、建立對組織使命

及目標承諾的過程(Yukl, 1994)。然而，轉換型領導者不僅除了會讓員工感受到強烈的領

導魅力外，還會激發員工在工作上的動機及其心智的發展，使員工打從心底臣服，進而

對領導者展現出較高的忠誠度(Bass, 1990, 1998)。此外，轉換型領導者也相當注重員工

性情、能力的個別差異，關懷其思想與行為的改變，對員工展現個別關心，關注員工個

人達成目標並考慮員工個人的成長需求(Avolio, Waldman, & Yammarino, 1991)。 

這些擁有正向心理特徵、狀態的員工，不管是在一般的自然狀態或是特殊情況下，

大都會做正向結果的預期，也會有正向的行為表現(Segerstrom, 2001)。此外，因為具有

正向心理資本的員工善於引導注意力、詮釋正向的資訊，也會搭配大量的正向活力和效

能，感染至其他人(Avolio & Luthans, 2005)。不僅如此，過去研究也曾發現個體會透過

他人臉部表情、聲音語調或者是體態姿勢等象徵，察覺到他人的行為表現(Cacioppo, Petty, 
Losch, & Kim, 1986)。的確，在互動下，個體會潛意識地模仿夥伴的行為，也會有相似

的行為產生，就好比看見笑容會使人心情愉悅一樣，形成一種相似的行為表現(Chartrand 
& Bargh, 1999)。 

由於領導是種主管與員工間雙向互動的歷程，也就是不僅主管會影響員工，員工對

於主管亦會是有所影響的(王榮春，陳彰儀，2003)。經由前述的影響，領導者可以透過

員工的臉部表情、聲音語調或者是體態姿勢等等象徵，察覺到員工正向行為表現。此外，

Neumann and Strack (2000)也發現人際互動的雙方，只要有其中一方公開的情感行為表現

被他人所察覺時，雙方會呈現出情感一致的狀態。換言之，擁有正向心理資本的員工，

會在潛移默化下影響領導者，使領導者也擁有正向的心情。當領導者處於正向心情狀態

的時候，領導者會更加願意從事展現個人魅力、鼓舞啟發員工，並且個別關懷員工的行

為(Bono & Ilies, 2006)。 

綜觀過去研究發現，沒有研究提及員工心理資本對於領導者轉換型領導行為的影

響。因此，若根據擴展建構理論，由於具有正向心理資本的員工對於任何事物都抱持著

正向的看法與思考，也會搭配大量的正向活力和效能，感染至其他人(Avolio & Luthans, 
2005)，進而會影響到領導者的認知、行動，使領導者更願意展現個人魅力、鼓舞啟發

員工，並且個別關懷員工的行為。因此，歸納上述研究，本研究推論下列假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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假設二：員工正向心理資本對轉換型領導者的領導行為具有正向影響。 

2.4 轉換型領導在心理資本與組織公民行為間之中介效果 

領導不僅由上(領導者)而下(員工)會有影響，由下而上亦會有所影響的一種雙向互

動歷程(王榮春，陳彰儀，2003)。當領導者感受到員工的正向心情狀態時，會使領導者

產生好心情，進而影響到領導者的認知、行動，更願展現轉換型領導行為(Bono & Ilies, 
2006)。 

再者，過去研究也認為，轉換型領導者的領導行為確實會影響組織成員的行為(Yukl, 
1994)。Burn (1978)的研究指出，轉換型領導者會將部屬的需求提升到更高層次，讓部屬

擁有較多的自主權、承擔更大的責任，藉此鼓勵、喚醒部屬盡更多的努力；透過此歷程，

會引起員工認同組織的情感，為公司與工作盡心盡力，進而產生組織公民行為(Deckop, 
Mangel , & Cirka, 1999)。 

總之，具有正向心理資本的員工透過大量正向活力、效能的傳達，使轉換型領導者

產生好心情，更易展現出轉換型領導行為，而當具正向心理資本的員工知覺到領導者正

向心情狀態時，員工會改變原有認知及行動，甚至是擴大其思想與行動，除了工作角色

內行為外，進而員工也展現出更多的組織公民行為。因此，歸納上述研究，本研究推論

下列假設： 

假設三：員工心理資本會藉由轉換型領導行為的中介效果正向影響組織公民行為。 

 

3. 研究方法 

3.1 研究對象與施測程序 

有鑑於目前的產業越來越重視主管與部屬的互動關係，因此，本研究主要以科技產

業公司為研究對象，並針對三家科技公司的員工進行問卷調查，分別為台灣檢驗科技股

份有限公司、漢翔航空工業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日新科技股份有限公司。 

由於受訪對象在填寫問卷的過程可能會因訊息的類化，導致回答的結果呈現構念間

的相關性膨脹，也就是所謂的共同方法變異(common method variance, CMV)所導致的偏

差(Avolio, Yammaruno, & Bass, 1991)。為防止 CMV 不當膨脹或減弱變項間的關係，導

致統計上的顯著性增高或降低，造成研究結果變得不客觀(彭台光、高月慈、林鉦棽，

2006)。本研究依彭台光等人(2006)對於 CMV 問題提出解決方法的建議，採用事前處理

方法的隔離式資料蒐集法，並且在問卷設計方法上試圖將 CMV 的問題降到最低。 

本研究不光只蒐集員工的自評問卷，同時也包括主管的他評問卷，並以主管與員工

的配對方式進行填答，其中主管的部分填寫特定員工的組織公民行為，而員工則負責填

答主管的領導行為(轉換型領導)以及心理資本，最後須將主管問卷與部屬問卷合而為

一，才可算是一份正式問卷。 

此外，在問卷設計方面，本研究也納入反向題的設計，藉以避免填答者的不經心

(carelessness)或潛在的一致性動機。蒐集問卷方式將以親自發放及委託發放兩種途徑來

進行，親自發放的部分隨部門人數，採當場編碼的方式來進行，研究者在工作現場是實

際人數當處進行配對，並給予主管與員工詳細的指導，以確保問卷發放的順利。在作答

完畢後也隨即將問卷當場回收，避免問卷在事後回收會有可能的偏誤產生(例如：不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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由本人填答，或者是害怕主管知情而有不敢據自身真實感受填答的情形)。在委託發放

的部分，也是先對被委託人進行問卷蒐集方式的說明，請求委託人依部門人數來作編

碼，並隨信附上指導信以防止可能的問題發生；同時，每一封問卷也都附上可彌封的問

卷，以確保受測者能不因懼怕資料洩密而產生不真實的填答。 

因而，問卷發放方面分為兩個部份，A問卷內容為組織公民行為量表，由接受調查

人員之直屬主管填答，主要是讓主管衡量員工的組織公民行為，較能夠反應出真實的行

為表現情況。另一B問卷的內容則包含轉換型領導及心理資本之量表，此部分係由員工

來填寫，評量其直屬主管的領導風格型態及員工本身的心理資本之高低。 

    本研究總共發出275份主管與員工的配對問卷，扣除填答不完整、員工有填主管未

填或主管有填員工未填之無效問卷，共得到完整且有效之配對問卷267份，其有效樣本

的回收率為97.1%。本研究樣本以男性員工較多(51.1%)，未婚的占大多數人(56.2%)，大

多數的員工年齡分佈於26-30歲之間，平均年齡為32歲，顯示本研究之樣本族群主要以

中壯年為主。在教育程度方面，大學以上學歷居多(53.9%)，大部分的工作年資都集中在

3年以下(52.8%)。 

3.2 研究變項與衡量工具 

本研究以問卷調查方式來進行，除了填答者基本資料外，其餘量表的計分方式採用

Likert 五點量表，依照非常不同意、大致不同意、不確定、大致同意以及非常同意分別

給予 1~5 分，而反向題則予以負向計分。以下就各變數量表內容及信度 Cronbach＇s α

值分別說明如下： 

3.2.1 心理資本 

本研究採用 Luthans, Youssef et al. (2007)對心理資本的定義，係指個體之正向發展的

心理狀態，且其具備自我效能、希望、復原力以及樂觀等四類特徵。自我效能係指有信

心承擔艱難的工作，並投入必要的努力以完成任務；希望係指努力不懈地朝自我的目標

邁進，必要時會改變途徑已達成目標；復原力係指當個體被問題與逆境所困時，能夠堅

持、迅速地回覆原先狀態，並採取其他途徑以達成目標；樂觀係指個體會對於當下以及

未來的成功做出正面歸因。本研究亦採用 Luthans, Youssef et al. (2007)所發展的 PsyCap 
Questionnaire (PCQ)量表，共計有 24 題，分別為自我效能、希望、復原力以及樂觀等四

個構面，第 1~6 題衡量「自我效能」，第 7~12 題衡量「希望」，第 13~18 題衡量「復原

力」，第 19~24 題衡量「樂觀」，第 13、20、23 為反向題衡量。在 Luthans, Youssef et al. 
(2007)的研究中，自我效能、希望、復原力以及樂觀的信度係數 Cronbach＇s α 分別為

0.89、0.88、0.89 及 0.89，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本研究所測得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如下，自我效能為 0.88(平均數是 3.67；標準差為 0.62)，希望為 0.84(平均數是 3.66；

標準差為 0.51)，復原力為 0.74(平均數是 3.68；標準差為 0.48)，樂觀為 0.66(平均數是

3.49；標準差為 0.47)。 

3.2.2 轉換型領導 

本研究採用 Rafferty and Griffin (2004)對轉換型領導的定義，將其分為描繪願景、激

勵鼓舞、智力啟發、支持領導以及個人讚揚。描繪願景係指領導者會為部屬刻劃出一個

未來美好的願景，以激勵部屬朝目標邁進；激勵鼓舞係指領導者利用口頭上的溝通去提

振部屬的情緒；智力啟發係指刺激部屬的想法，使其能夠去了解、分析問題，用不一樣

的方式思考來改善問題解決的能力；支持領導係指領導者會對部屬展現個人化的關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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支持部屬所付出的努力；個人讚揚則是指領導者在部屬表現良好的時候，認同他的努力

並給予讚揚。 

本研究亦是採用其所發展的轉換型領導量表，問卷題項共有 15 題，分別為第 1~3
題衡量「描繪願景」、第 4~6 題衡量「激勵鼓舞」、第 7~9 題衡量「智力啟發」、第 10~12
題衡量「支持領導」以及第 13~15 題衡量「個人讚揚」。其中，第 3 題為反向題，將採

用反向計分方式。在 Rafferty and Griffin (2004)的研究中，描繪願景、激勵鼓舞、智力啟

發、支持領導以及個人讚揚的信度係數 Cronbach＇s α 分別為 0.82、0.88、0.84、0.95
及 0.96，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本研究所測得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如下，描繪願

景為 0.68(平均數是 3.44；標準差為 0.69)，激勵鼓舞為 0.86(平均數是 3.70；標準差為

0.75)，智力啟發為 0.87(平均數是 3.67；標準差為 0.72)，支持領導為 0.90(平均數是 3.58；

標準差為 0.83)，個人讚揚為 0.90(平均數是 3.64；標準差為 0.75)。 

3.2.3 組織公民行為 

本研究採用 Farh, Earley and Lin (1997)對組織公民行為的定義，將其分為利他、盡

職、認同公司、人際和諧以及保護公司資源等五個構面。利他係指協助組織中其他成員

解決工作上的問題，包括同儕、顧客、上司等；盡職係指在某些工作角色上，主動做出

超過組織要求標準的行為，例如出勤、配合公司規定及放棄休息時間等；認同公司係指

員工願意向外推薦組織、維護組織名聲、提出有助於組織進步的建議；人際和諧係指避

免追求個人權力，以及不利於公司與同事的事物；保護公司資源係指避免做出違背公司

政策或是公器私用的事情。 

在量表的部分，本研究採用 Hui, Law and Chen (1999)參考 Farh et al. (1997)所編製的

華人組織公民行為量表所制定，共有 15 題，分別為第 1~3 題衡量「利他」、第 4~6 題衡

量「盡職」、第 7~9 題衡量「認同公司」、第 10~12 題衡量「人際和諧」與第 13~15 題衡

量「保護公司資源」，並於一間位在蘇卅有 2000 名員工的大型電池工廠，抽樣 140 名主

管及 420 名直屬員工完成施測，求得各構面 Cronbach＇s α 值分別為利他 0.79、盡職

0.74、認同公司 0.72、人際和諧 0.83 以及保護公司資源 0.69，顯示內部一致性良好；而

本研究所測得各構面之 Cronbach＇s α 值如下，利他為 0.89(平均數是 4.02；標準差為

0.69)，盡職為 0.81(平均數是 3.83；標準差為 0.72)，認同公司為 0.87(平均數是 3.70；標

準差為 0.74)，人際和諧為 0.81(平均數是 4.10；標準差為 0.68)，保護公司資源為 0.86(平
均數是 4.13；標準差為 0.69)。 

根據 Nunnally (1978)的看法，Cronbach＇s α 係數大於 0.7 為最佳，若低於 0.35 者，

則應予調整或拒絕。因此，綜合上述結果得知，本研究所有量表之 Cronbach＇s α 值皆

符合 Nunnally (1978)所規定之可接受範圍的標準。易言之，表示本研究樣本於填答量表

時，所具之內部一致性皆在可接受的範圍內。 

此外，由於心理資本與轉換型領導之問項的填答皆來自同一人(部屬填答)，潛在著

CMV 問題，因此本研究採用 Harman＇s one-factor test，將此二構念的所有題項一同進

行因素分析，其結果顯示在未轉軸時第一個主要成分的累積變異量為 32.71%小於 50%，

無明顯的同源偏差問題(Podsakoff & Organ, 1986; Minbaeva, Pedersen, Björkman, Fey, & 
Park, 2003)。 

另外，為了進一步瞭解變項因素與題項之間的配適程度，透過 LISREL 進行不同競

爭模式的適合度指標，以驗證其配適度。由於 χ2 值與 GFI、AGFI 及 NFI 等適合度指

數，皆容易因樣本數目的干擾而導致誤差(黃芳銘，2004)。因此，本研究以 χ2/df、CF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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及 RMSEA 值作為判斷最佳適配模式的依據。因為 RMSEA 值被認為特別適用於檢定巢

狀比較模式，當 RMSEA 值界於 0.08~0.10 之間則表示模式尚可；若界於 0.05~0.08 之間，

表是模型良好；若小於 0.05 表示模式配適度非常良好(Browne & Cudeck, 1993)。許多學

者(Marsh, Balla, and McDonald, 1988; Gerbing & Anderson, 1992; Medsker, Williams, and 
Holahan, 1994)則認為 CFI 不易受到樣本大小的影響，CFI 值通常界於 0~1 之間，值越大

表示模式配適越好，通常須要大於 0.9 以利判斷模式是否可以接受。至於 χ2/df 則是自

Jöreskog and Sörbom(1989)提出後，就已成為常被用來進行模式判斷的參考規則，而卡方

自由度(χ2/df)的判別標準則是必須小於 3。 

本 研 究 使 用 二 種 競 爭 規 格 (rival specification) ， 其 中 模 式 2-factor 的 指 標 為

χ2=65.54 ， χ2/df=2.52 ， CFI=0.98 ， RMSEA=0.076 ， 且 達 顯 著 水 準 ， 相 較 於

one-factor(χ2=476.23，χ2/df=17.64，CFI=0.84，RMSEA=0.250)的指標較接近符合標準，

顯示 2-factor 的模式較適用於本研究，且構念間具是有區別效度的。 

 

4. 研究結果 

4.1 各變項之相關分析 

    本研究各變數之平均值、標準差與積差相關係數皆詳列如表 1。由表 1 可知，各變

數間的相關係數大都未超過 0.7 之基本水準，屬於低、中度相關(邱皓政，2006)。如表

1 所示，我們可得知心理資本與轉換型領導呈現顯著正相關(r=0.45，p< .001)，而在心理

資本與組織公民行為的部分亦呈現顯著正相關(r=0.19，p< .001)。另外，轉換型領導與

組織公民行為之間也是呈現顯著正相關(r=0.25，p< .001)。 

表 1、變項間之相關分析 

研究變項 平均數 標準差 心理資本 轉換型領導 組織公民行為 

心理資本 3.55 0.42 (0.91)   

轉換型領導 3.61 0.64 0.45** (0.95)  

組織公民行為 3.96 0.56 0.19** 0.25** (0.92) 

註：1、N=267. 對角線括弧( )中為各量表之 Cronbach＇s α 值 
    2、*表 p< .05，**表 p< .01，***表 p< .001 
 

 

4.2 層級迴歸分析 

    本研究以層級迴歸分析進行假設考驗。首先將「性別」、「年齡」、「教育程度」、「工作年資」

及「共事年資」等個人特徵放入迴歸模式列為組織公民行為的控制變項(Smith et al., 1983)，然

後再加入自變項心理資本、轉換型領導，以瞭解心理資本與轉換型領導對組織公民行為之影響，

並進一步了解轉換型領導在心理資本與組織公民行為關係之中介效果，其迴歸分析如表3所示。 

由表2可得知本研究在層級迴歸的模式二中，控制個人特徵後，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增

加3%的解釋變異量，分析結果顯示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0.16，

p< .01)，亦表示具有正向心理資本之員工較願意展現組織公民行為，因此，假設一獲得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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模式三中，控制個人特徵後，可發現心理資本對轉換型領導增加了5%的解釋變異量，分析

結果顯示心理資本對轉換型領導有顯著的正向影響(β= 0.24，p< .001)，亦表示具有正向心理資

本之員工對轉換型領導者的領導行為具有正向影響，因此，假設二獲得支持。 

    在控制人口統計變數後，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和轉換型領導為皆有顯著影響，其 β 值

分別為 0.16 (p< .01)和 0.24 (p< .001)，皆達顯著水準；再由迴歸模式四，加入轉換型領導為自變

項之後，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的 β 值由 0.16 (p< .01)降為 0.007，且未達顯著，轉換型領導

對組織公民行為的 β 值為 0.20，且達顯著水準(p< .01)，顯示著轉換型領導在心理資本與組織公

民行為間具有中介的效果。 

表 2、心理資本對轉換型領導與組織公民行為之層級迴歸分析表 
組織公民行為 轉換型領導  

模式一 模式二 模式三 模式五 模式四 
控制變項   

性別 -0.09 -0.09  -0.06 -0.06 -0.13* 
年齡 0.25** 0.22*    0.23** 0.22* 0.02 
教育年數 0.10 0.09   0.10 0.10  -0.042 

 工作年資(以年計) -0.17 -0.17  -0.15 -0.15 -0.11 
共事年資(以年計) 0.05 0.03  0.04 0.03  0.02 

預測變項      

心理資本  0.16**  0.07 0.45*** 

中介變項      
轉換型領導    0.24*** 0.20**  

R2 0.04 0.07 0.10 0.10  0.22 
Adjusted R2 0.02 0.04 0.07 0.07  0.20 

△R2 0.04 0.03 0.05 0.06 0.19 
F 值 2.23* 3.06**   4.54***  2.23*** 11.89*** 

△F 值 2.23* 6.98**  15.49*** 4.05*** 63.23*** 
註：*表 p< .05，**表 p< .01，***表 p< .001     

 

 

5. 結論與建議 

5.1 研究結論與討論 

綜合上述研究發現，可得知三個假設皆獲得支持，其各自內容依序整理如下： 

首先，本研究的假設一乃呼應Gooty et al.(2009)及Walumbwa et al.(2009)的研究，證

實了心理資本對組織公民行為存在著正向影響的結果一致。不僅如此，此結果也同時印

證了先前的研究在探討心理資本與工作表現間之關係時，有許多學者接連指心理資本與

工作表現會呈現正向影響效果(Luthans et al., 2005; Luthans et al, 2007; Luthans et al., 
2008)，因為根據Katz (1964)的組織行為理論而言，組織公民行為相對來說就像是工作表

現行為中的角色外行為。由此觀之，擁有正向心理資本的員工保持著積極心理狀態，不

依 變 項 
模 

式 自 變 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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僅會促使員工有正向、積極的想法，進而也會更願為公司付出更多，展現較多之組織公

民行為。 

其次，本研究的假設二獲得支持，發現到員工正向心理資本對轉換型領導者的領導

行為具有正向影響。此項結果在過去有關心理資本的研究中，雖尚未有文獻印證過，但

此與Brief and Weiss (2002) 認為員工正向心情會受到領導者的影響之具體證據有部分呼

應。同理推論，員工若具備正向的心理資本(如充滿希望、樂觀進取等)，對於任何事物

都抱持著正向的看法與思考，不僅能夠正向活力和效能感染至領導者，甚至是其他人，

也會更容易體認到主管的轉換型領導行為，因而提高其具備達成目標的能力與信心，使

其在工作中獲得較高的績效，並能更主動、積極地為組織做出額外的努力。 

最後，從假設3的驗證結果可以得知，員工心理資本會藉由轉換型領導行為的中介

效果正向影響組織公民行為。目前雖無任何相關文獻印證此結果，但經本研究驗證可得

知，當領導者感受到員工的正向心情狀態時，會更願意展現轉換型領導行為，進而再影

響員工；當員工感受到主管的轉換型領導行為(激勵鼓舞、建立員工信心)時，員工會有

所交換、回饋，因而擴大自己的工作職責，產生較多的組織公民行為。我們都知道，人

才是組織最重視的資產，持別對於科技產業而言，員工具備正向心理資本時，其看待任

何事物，都會抱持較樂觀、積極的態度，也能信任、支持主管所作的決定，並願意為組

織效力共創願景，提升組嬂競爭力。這顯示正向心理資本愈高的員工，愈能體察出主管

的轉換型領導行為，因而能擁有愈正面的工作態度，對組織、主管及同事愈願意進行無

條件的付出，並成為其展現組織公民行為的動機。 

5.2 管理實務意涵 

心理資本的相關議題雖屬於較新的研究方向，但是本研究證實員工正向心理資本不

僅會影響主管的領導方式，也會激發員工本身表現出正面的行為。此實證成果不僅補足

了國內相關研究之不足外，也提供更完整的角度來檢視員工組織公民行為之展現。 
心理資本對於組織來講非常重要的，它是個體的正面心理狀態，是可以無限開發和

投資的。因此，不管是科技產業或是一般企業在進行人事招募甄選時，應選擇正向心理

資本較高的員工，因為擁有較高心理資本的員工比較容易樂在工作、有較高的工作動

機、願意對組織、主管及同事付出，並且會將許多非工作職責內的事情納入自己的工作

職責中，而表現出較多的組織公民行為。然而，有一些研究也發現，具有正面情感的人

其工作表現會比負面情感的人來得好(Greenberg & Baron, 1997)。 
不可否認的，正向心理資本就像是個人無形的心理資產，隨著較高的自我效能、希

望、開朗樂觀的程度以及較為快速的復原能力，使得自我的身體更健康，在組織內人際

關係更為良好，而且在工作表現也會更加出色，更有創意的樂活人生。由此觀之，員工

擁有正向的心理資本對於提升組織的效能而言，是有很大的幫助。 
員工擁有正向的心理資本對組織來說是有相當大的助益。蔡進雄(2006)指出心理資

本並非全部都是先天的，其實它也是可以經由後天培養而成的，領導人亦能善用比馬龍

效應、發揮情緒智力、發展高度自我效能來培養後天的心理資本，在引導部屬的過程中，

表現出自信心，堅忍不退縮的意志力來啟發部屬，針對部屬的不同特質以不同的方式來

關懷及激勵他們，進而使部屬知覺到主管的關懷和支持，那麼就會較容易表現出組織公

民行為。 

所以說，企業在徵才時，若能將應徵者的正向心理資本列入考量，選擇有較高正向

心理資本的員工加入組織，將有助於塑造組織快樂的氣氛，增加員工生產力，並提升企

業的競爭優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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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3 研究限制及後續研究建議 

對於後續有意探討相關議題的學者，建議其在引用本研究之結果時，必須了解本研

究的一些限制。首先，關於研究樣本上的限制，由於本研究是採用主管與部屬之配對問

卷，雖可避免同源偏差的問題，但是在資料的蒐集上需要受試者的大力配合，以致較為

繁瑣與困難，所以無法採取隨機取樣。 
其次，雖然本研究的問卷回收數很高，但我們無法確定回答以及沒有回答問卷的

人，在個人基本特徵上是否有所不同。另一方面由於問卷發放是以科技產業公司為研究

對象，因此建議未來研究擴大母體，採集多樣化的樣本，如此不僅能提供更高的統計考

驗力，其研究結果也較能類推到其他行業裡的員工，以求更多元、客觀的實證分析。 
最後，本研究所採用的資料屬於橫斷研究(cross-sectional study)，所有變項都在同一

時點完成資料的蒐集，只探討變數間的靜態關係，沒有研究這些關係隨著時間的改變所

產生的動態變化過程。雖然如此，經尋找過去的文獻中發現，陳鉉文(2007)有針對其研

究資料分別在兩個不同時間點收集，即第一時間點收集主管轉換型領導與員工正向心情

資料，第二時間點收集員工任務性績效與員工幫助行為的資料，以有效釐清轉換型領導

及員工正向心情，對員工任務性績效與幫助同事行為影響的因果關係，研究結果證實此

動態變化的問題對研究結果的影響性並不大。換言之，本研究所提出的因果方向應屬合

理。然而，為使研究變項間的因果關係更加彰顯，仍建議後續研究者在時間、人力的許

可下，可以蒐集縱貫性的資料，以累積更完備的研究成果。 
然而，雖說有上述之研究限制，可是卻無損本研究之貢獻。本研究有別於以往領導

相關研究，不以領導者的角度來說明領導對於組織效能的解釋效果，而是試圖以部屬的

角度去探討領導的有效性。另外，本研究不但證實正向的心理資本會影響主管的領導方

式，也會激發員工表現出正面的行為。故本研究不僅填補過去研究的缺口，在研究上更

是提供一個正面性的貢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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